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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
影响研究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为例

庞贵芳，李　 敏∗，徐苗苗，黄　 绚，姚　 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陵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作为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生态守护者”，生态移民搬迁农户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发展权受限者”，其
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又面临着收入水平、发展能力、生活质量等多维度的贫困挑战。 因此，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深
入探究生态移民搬迁农户这一特殊群体所面临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辨明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对于实现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最终达成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 ５８５ 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国家

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非经济维度（如取暖、教育、安全感）贫困较为突出；（２）生态移民搬迁显著缓解国

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３）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４）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和补偿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此，从完善生态移

民搬迁政策推进机制，加大安置区非经济维度支持、引导农户要素自由流动及增强国家公园政策协同效应视角出发，提出针对

性建议。 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激活和政策协同，以期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共同富裕；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多维相对贫困；国家公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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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载体，肩负着为子孙后代守护珍贵自然资产的重大使命［１］。
然而，我国多数国家公园分布于生态脆弱且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空间范围与当地农户的生产生活区域存

在接壤或重叠现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２—３］。 依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构建的制度框架，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被明确禁止人为活

动，而一般控制区则限制开发强度［４—５］。 在此政策框架下，国家公园的农户被赋予“生态守护者”与“发展权

受限者”双重角色。 从生态层面来看，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系统深度绑定，承担着维护生物多样性、涵
养水土等公共责任；从发展层面来看，受制于土地用途管制、产业准入限制等政策约束，农户的传统生计空间

被压缩、非农就业机会减少，进而引发诸如收入增长停滞、生态权益失衡等多维贫困风险［６—７］。 由此可见，“保
护优先”的政策逻辑与“发展优先”的农户需求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使国家公园农户成为共同富裕进程中亟

待关注的脆弱群体。
生态移民搬迁通过有规划、有组织地转移原有居民迁移至其他地区生活［８］，重构“人⁃地⁃业”系统，成为国

家公园协调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２０２４ 年，《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在
保护与管理的必要性驱动下，国家公园区域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时，由地方政府负责妥善安置” ［９］，这标

志着生态移民搬迁从政策实践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型。 事实上，生态移民搬迁不仅涉及空间迁移与人地关系调

整［８］，还涵盖社会适应、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６，１０］。 现有研究表明，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土地集约利用

释放生态空间、劳动力非农转移促进收入多元化、资本重组激活绿色产业潜力，有效缓解了生态压力与人地矛

盾［１１—１３］。 例如，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通过参与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实现就业转型［１４］，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土

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地流转发展生态茶产业激活资本的增值潜力［１５］。 也有学者提出，生态移民搬迁引起的要素重置可能割裂农

户与生态系统的传统依附关系，同时土地经营权受限会削弱农户积累自然资本的能力，补偿资金与生计需求

的错配也会加剧社会融入的壁垒［１６—１８］，进而制约地方经济发展［１９］。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园的生态移民搬

迁不仅具有一般移民搬迁的共性，还承载着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利的重要责任。 为此，国家公园治理实

施了一系列政策：管制政策直接承载生态保护重任，限制土地开发强度，抑制资源市场化增值空间［２０］；发展政

策通过技能培训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劳动力与自然资本协同增效［２１］；补偿政策则通过补偿农户的直接

投入和机会成本，弥合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权益失衡［２２］。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多单独聚焦生态移民搬迁或国家

公园政策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或生态效应，但较少将从整体视角探讨国家公园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相结合

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因此，深入探究如何在国家公园政策框架下，充分发挥生态移民搬迁在生态保护

和扶贫纾困方面的双重优势，是妥善协调国家公园建设和反贫困事业的关键，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 鉴于此，本文基于 ２０２３ 年大熊猫国家

公园秦岭片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主要解答以下问题：①生

态移民搬迁对国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是缓解还是加剧？ ②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

维相对贫困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③国家公园政策能否强化或弱化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

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①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国家公园农户这一兼具

“生态守护者”与“发展权受限者”双重属性的特殊群体。 构建国家公园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实证

考察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为治理国家公园相对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 ②在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农户内部的要素配置及家庭外部的国家公园政策，揭示

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传导机制和调节效应，为进一步制定合理适配的生态移民搬迁政策

和国家公园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１　 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国家公园秉持“保护优先”理念，实施差异化分区搬迁策略。 核心保护区实施强制搬迁，而一般控制区则

在控制人口密度与生产规模基础上保留居民选择权。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移民决策遵循“理性经济人”
假设，农户参与搬迁的意愿基于预期收益最大化原则，其核心诉求在于福利整体优化，而不仅是单一的经济指

标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向“美好生活需要”，农户评判生活状况的标准不再局限于经济收入的

“贫”，还涵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主观感知层面的“困” ［２３—２５］。 国家公园农户大多生活在地理位置偏远、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生态脆弱区，生计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发。 生态移民搬迁有组织地将农户从原

住地搬出，一方面通过实施能力建设战略，依托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培训与劳务技能转化机制，推动移民从资源

消耗型向技术驱动型的生计转型，引导其从生态的持续改善中扩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进而提高家庭收入［２６］。
另一方面，构建复合型补偿体系，整合移民补助、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政策工具，弥补搬迁过程中的直接资产

损失与间接机会成本，为家庭资产重构提供缓冲周期［２７］。 此外，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极大

改善移民人居环境和发展条件［２８］，并且安置区远离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地区，从空间上减少野生动物肇事可能

性，提升农户的生活条件和安全保障［２９］。 据此，提出假说：
Ｈ１：生态移民搬迁对国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负向影响。

１．２　 生产要素配置的传导机制

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们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 在比较中若经济主体处于劣势，就
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陷入相对贫困［３０］。 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基于自身有限的要素禀赋和面临的约束条件，
采取一系列经济行为来优化资源配置，努力摆脱贫困［３１］。 对于农户家庭来说，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是将可支配

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分配到农业或非农部门，以实现家庭的收益最大化。 在农地配置方面，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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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的农地地块分散、林地地处偏远，移民农户如果继续维持土地种植，需要面临比移民前更大的农业生产

经营成本［３２］和非农就业机会成本。 并且随着国家公园逐步引导农户外迁并严格控制人口迁入，生态移民搬

迁限制了移民返回原住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散户选择农业雇工生产的可行性也随之降低［３３］。 在这种情

况下，农户出现较为明显的非农化倾向［２８］。 在农地确权的背景下，移民农户通过流转、委托等方式调整农地

经营规模，对农地资源进行理性配置［３４］。 生态移民搬迁后，基础设施的改善、培训机会的增加、政府政策的扶

持以及生态管护、生态监测等公益性岗位的兜底［３５］ 等，均为移民农户的市场性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促使流

动性相对较强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逐渐向非农部门转移。 此外，移民后家庭生活开支增大的压力，一方面激

励农户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形成倒逼，促使农户改变家庭的收入结构和就

业水平，进而激励农户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平等的社会地位。 据此，提出假说：
Ｈ２：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可以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实现。
Ｈ２ａ：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影响家庭农地流转，进而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Ｈ２ｂ：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配置，进而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Ｈ２ｃ：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影响家庭农业资本投入，进而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１．３　 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作用

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系统化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推进生态保护，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对区域内农户生计形成

冲击［３６］。 为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重使命，国家公园在严格执行生态管制政策的同时，配套实施差异

化发展政策与补偿政策，通过技术培训、资金支持等方式缓解农户生计压力［３７—３８］。 具体地，国家公园实施的

资源利用管控、污染企业迁出等管制政策，客观上压缩了农户传统生产空间，迫使其进行生计模式调整。 国家

公园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和补偿政策，通过发展能力扶持和经济直接补偿等手段，帮助生态移民搬迁农户

获得一定的周转适应时间来提升其内在驱动力，促进农户的生计恢复。 政策协同效应下，国家公园地区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禀赋和主观能动性也得到提高，移民农户重新基于家庭生

计禀赋选择生计方式［２０］。 部分有能力的农户利用地域和政策优势开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生态产品销售等

生计活动［３６］，生态移民搬迁的经济、社会及生态价值得以显现。 据此，提出假说：
Ｈ３：国家公园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Ｈ３ａ：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Ｈ３ｂ：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Ｈ３ｃ：国家公园补偿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生态移民搬迁、要素配置和国家公园政策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理论分析框

架，如图 １ 所示。

２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域概况

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地处秦岭南麓中西段，横跨西安、宝鸡、汉中、安康 ４ 市 ８ 县 １９ 个乡镇，总面积

４３．８６ 万 ｋｍ２。 该片区是秦岭大熊猫种群的核心栖息地，现存野生大熊猫 ２９８ 只，占该种群总量的 ８７．９％［３９］。
区域内生态保护严格，森林覆盖率高达 ８２％，生态空间占比超 ８９％，耕地面积仅占 ２．２１％。 长期以来，当地农

户主要依赖传统农林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维持生计，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后［４０］，矿产开采、林木采伐等传统生计被全面禁止，截至 ２０２３ 年，区域内累计关停并

生态修复矿山 １６９ 处。 为实现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当地实施了生态移民搬迁工程，逐步引导区域内农

户迁移到城镇或集中安置点，并配套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态公益林补贴等政策，同时为农户提供就业培

训以促进生计转型。 该研究区域集中体现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之间的典型冲突，为解析生态移民

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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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理论框架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于课题组于 ２０２３ 年 ５—７ 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西安市、汉中市和安康市开

展的入户调研。 问卷详细采集了当地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建设参与以及国家公园

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 为保证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课题组遵循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获

取农户信息。 在数据清洗后，累计回收有效问卷 ８２９ 份。 其中西安市调研样本未涉及生态移民搬迁农户，为
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仅使用汉中市和安康市的 ５８５ 份有效数据展开分析。 在样本构成方面，
搬迁户问卷 １０３ 份，非搬迁户问卷 ４８２ 份。 样本中搬迁农户占比为 １７．６１％，这一比例与全国统计数据基本相

符，也与现有文献中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结果相近［２８］，该契合性不仅反映了样本的合理性，而且为本研

究提供了一个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的参照标准，从而增强了本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代表性。
２．３　 研究方法

２．３．１　 Ａ⁃Ｆ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法

本文采取 Ａｌｋ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 ［４１］提出的 Ａ⁃Ｆ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法，参考通用的等权重法来测量国家公园农

户的多维相对贫困［４２—４３］。 该方法通过设定多维度贫困的临界值，判断个体是否处于多维贫困状态，来反映贫

困问题的本质和起因，被广泛运用于全球相关研究和实践［４４—４５］。 具体方法分为识别与测算两阶段：（１）多维

相对贫困的识别。 首先，以农户家庭为单元构建多维相对贫困矩阵Ｘｎ×ｓ ＝ ｘｉｊ，其中 ｎ 代表家庭编号；ｓ 代表贫困

维度（如收入、就业等），ｘｉｊ表示家庭 ｉ 在维度 ｊ 的家庭情况。 其次，构建多维相对贫困剥夺矩阵Ｚ１×ｊ ＝ ｚ ｊ，ｚ ｊ表示

各维度的剥夺阈值。 最后，将家庭实际指标ｘｉｊ与阈值ｚ ｊ对比。 当ｘｉｊ≥ｚ ｊ时，表示农户 ｉ 在 ｊ 维度未处于剥夺状

态，取ｇｉｊ ＝ ０；反之，ｘｉｊ＜ｚ ｊ时，表示农户处于被剥夺状态，取ｇｉｊ ＝ １，最终生成剥夺状态矩阵Ｇｎ×ｓ ＝ｇｉｊ。 （２）多维相对

贫困的测算。 基于剥夺状态矩阵，加权计算每个家庭的总剥夺分值： Ｃ ｉ ｋ( ) ＝ ∑
ｓ

ｊ ＝ １
ｗ ｊ ｇｉｊ ，其中ｗ ｊ为 ｊ 维度的权

重，ｇｉｊ为家庭 ｉ 在 ｊ 维度的剥夺状态，Ｃ ｉ（ｋ）表示家庭 ｉ 的总体剥夺得分即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多维相对贫困

指数Ｃ ｉ ｋ( ) 越接近于 １，说明农户陷入相对剥夺的程度越深。 因此，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越接近 ０ 越好。
２．３．２　 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

政府赋予部分农户自主决定是否参与生态移民搬迁的权利，但多维相对贫困可能干扰农户的搬迁决策。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来解决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参考张焕柄和张莉琴［２８］的研究，
选择“群体效应”作为工具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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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ｉ ＝α０＋α１Ｚ ｉ＋αｉＸ ｉ＋μｉ （１）
ＭＲＰ ｉ ＝β０＋β１ＥＭ′ｉ＋βｉＸ ｉ＋εｉ （２）

式中，ＥＭｉ表示农户是否生态移民搬迁；Ｚ ｉ为工具变量群体效应；Ｘ ｉ为控制变量；ＥＭ′ｉ是通过式（１）测算出的农

户是否生态移民搬迁的拟合值；ＭＲＰ ｉ为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α０、β０为常数项，α１、β１为待估参数，μｉ、εｉ为

随机扰动项。
２．３．３　 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讨生态移民搬迁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研究［４６］，建立如下中介效应

模型对农地流转、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
Ｍｅｄｉａｉ ＝β１０＋β１１ＥＭｉ＋β１２Ｚ ｉ＋β１ｉＸ ｉ＋ε１ｉ （３）

ＭＲＰ′ｉ ＝β′０＋β′１ＥＭｉ＋β′ｉＸ ｉ＋δｉＭｅｄｉａｉ＋∈ｉ （４）
式中，Ｍｅｄｉａｉ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农地流转、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β１０、β′０表示常数项；β１１为生态移民搬

迁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β′１表示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影响系数；β１２和β′ｉ表示控制变

量的估计系数；δｉ表示在控制生态移民搬迁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系数。
２．３．４　 调节效应模型

为探讨国家公园政策是否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设定如下调节效

应模型进行检验：
ＭＰＩｉ ＝ ρ０＋ρ１ＥＭｉ＋ρ２Ｔｉ＋ρ３ＥＭｉ×Ｔｉ＋ρｉＸ ｉ＋εｉ （５）

式中，Ｔｉ表示国家公园政策，包括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发展政策、补偿政策，其余变量均与基准回归的变量设置

相同。 ρ０为常数项，ρ１、ρ２、ρ３、ρｉ和εｉ为待估参数值。
２．４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２．４．１　 被解释变量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本研究基于新时代共同富裕战略背景构建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

度体系。 共同富裕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动态治理，其贫困缓解程度直接反映相对富裕目标

的实现进程［４７］。 为精准响应共同富裕“注重发展成果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求。 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指标设计深度融入共同富裕内涵框架，同时结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２０２４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选取以及调研地区的特殊性。 具体地，经济维度选取收入与就业指标［２３］，着重缩小

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公平；发展能力维度通过教育、健康、培训和社会参与等指标，着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生
活质量维度涵盖用水条件、卫生设施、取暖条件和住房条件等，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 另外，刘明月

等［２４］强调，搬迁农户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应对生活方式的转变的多重压力，其主观福利状况对实现

“稳得住”“能融入”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研究结合二十大报告关于“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的要求

和国家公园的特殊性，选取生活满意度、野生动物肇事感知和未来信心程度来监测搬迁农户的安全感、幸福感

和获得感［２５，４８—４９］。 综合相关政策和研究，本文从经济水平、发展能力、生活质量和主观福利 ４ 个维度出发，选
取 １７ 个指标来衡量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体指标如表 １ 所示。
２．４．２　 核心解释变量

生态移民搬迁。 农户响应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号召，从原本居住的国家公园保护限制区域迁

出，并顺利搬入新居，这一过程体现了生态移民搬迁的实际行动。 研究参考刘明月等［２４］、张焕柄和张莉琴［２８］

的做法，用 １ 表示农户已生态移民搬迁，０ 表示未生态移民搬迁。
２．４．３　 工具变量

群体效应。 在本研究情境下，群体效应着重体现为亲戚邻居对生态移民搬迁这一行为所秉持的态度。 在

农村地区，农户与亲邻之间通常联系紧密，这种联系不仅局限于日常的人情往来，还涉及生产、生活等重要事

务决策。 若周围多数亲戚邻居对生态移民搬迁表现出支持和参与的态度，农户可能受到群体态度的感染，进

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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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倾向于做出相同的搬迁决策［２８］。 而亲戚邻居的参与态度，并不会直接作用于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
换言之，群体效应仅限于生态移民搬迁决策环节，不会直接作用于农户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等多维度

构成的相对贫困水平，符合工具变量的内在要求。

表 １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剥夺指标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指标含义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剥夺临界值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经济水平维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收入 人均年收入

同乡镇样本农户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 ４０％
作为该乡镇相对贫困线，低于相对贫困线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８

就业
劳动力完全
就业

存在家庭劳动力待业或赋闲在家为 １，否则
为 ０ １ ／ ８

发展能力维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教育 受教育情况

存在劳动力受教育为小学及以下为 １，否则
为 ０ １ ／ １６

健康 自评健康 存在家庭成员自评为不健康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培训 技能培训参与 家庭无人接受过技能培训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社会参与 社区活动参与 家庭未参加过社区活动次数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生活质量维度 用水条件 安全饮用水 家庭未接通自来水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卫生设施 厕所类型 家庭不能使用水厕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取暖条件 燃料使用 家庭使用薪柴取暖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住房条件 住房结构 无房或住房为土坯 ／ 土木结构为 １，否则为 ０ １ ／ １６

主观福利维度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安全感

野生动物肇事
感知

受访者认为当前野生动物冲突加剧为 １，否
则为 ０ １ ／ １２

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对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较低赋值为 １，否
则为 ０ １ ／ １２

获得感 未来信心程度
认为家庭未来增收可能性较小赋值为 １，否
则为 ０ １ ／ １２

２．４．４　 中介变量

生产要素配置。 生产要素配置是农户进行生产生计的主动因素，农户通过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以适应生态

移民搬迁的变化，进而影响其多维相对贫困。 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类。 参考崔益邻

等［５０］，马俊凯和李光泗［５１］的研究，本文以农地转出面积占家庭实际经营面积的比重衡量农户家庭土地配置

情况；以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衡量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情况；以劳均农业经营成本，即家庭农业

经营成本与家庭劳动力人数比值的对数来衡量农户家庭资本配置情况。
２．４．５　 调节变量

国家公园政策。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限制了保护区域内的人类活动，导致移民难以维持传统生计。 但国家

公园发展政策和补偿政策也不断调整和优化，以保障搬迁农户的合法权益。 调研农户处于国家公园政策辐射

范围内，国家公园政策是影响其生态移民搬迁和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参考栗璐雅［３７］ 对国家公园政策

的类型划分和评价方式，邀请农户对国家公园管制政策（资源利用管控、产权管理、生态保护工程）、发展政策

（转产扶持、特许经营、技能培训、生态产业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建设）和补偿政策（地役权补偿、生态公

益林补偿、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补贴、生态移民搬迁补偿）实施情况进行打分评价。 未参与的政策评 ０ 分，参与

的政策采用 ５ 分制评分，以全面反映农户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和反馈。 最终，通过各类政策评分的算术

平均值来定义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和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２．４．６　 控制变量

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三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年龄的平

方及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抚养负担比、耕地规模、耕地质量、社会网络、资金约束和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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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 村庄特征包括村庄是否位于国家公园范围内以及样本所在市县变量。 本文涉及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

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ｎａｍｅ

变量说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ｄ．

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采用 Ａ－Ｆ 法测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得分 ０．２９２ ０．１３５

解释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生态移民搬迁 已生态移民搬迁＝ １，未生态移民搬迁＝ ０ ０．１７６ ０．３８１

工具变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群体效应
亲戚邻居对生态移民搬迁的态度？ 同意 ＝ ５；比
较同意＝ ４；一般＝ ３；比较不同意＝ ２；不同意＝ １ ３．１８１ ０．９８５

中介变量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农地流转 农地转出面积占家庭实际经营面积的比重（％） １．０２４ ２．３２５

家庭劳动力配置 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 ０．４７６ ０．２９６

劳均农业经营成本 农业经营成本 ／ 家庭劳动力人数（对数） ２．２５７ １．８５７

调节变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 农户对国家公园管制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０．４４４ ０．７３５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 农户对国家公园发展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０．３７１ ０．７６０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农户对国家公园补偿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０．４８４ ０．７７８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户主性别 男＝ １；女＝ ０ ０．９３７ ０．２４４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５６．４３９ １１．２９８

户主年龄平方 户主实际年龄的平方 ３３１２．８３０ １２９０．９５６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年 ６．７７４ ４．０５５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３．７５０ １．４１３

抚养负担比 家庭非劳动力人数 ／ 家庭总人口数 ０．２６７ ０．２７２

耕地规模 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亩 ３．７５９ ５．４５８

耕地质量
非常好＝ ５；比较好＝ ４；一般 ＝ ３；比较差 ＝ ２；非常
差＝ １ ３．３２５ ０．８６８

社会网络 亲戚朋友中能人的数量：人 ２．３７６ ４．４４６

资金约束 家庭现有现金存款的对数：万元 ５．０２５ ５．４２８

野生动物肇事 家庭是否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是＝ １，否＝ ０ ０．５２６ ０．５００

是否在国家公园内 是＝ １，否＝ ０ ０．６７４ ０．４６９

地区虚拟变量 安康市＝ １，汉中市＝ ０ ０．２１０ ０．４０８
　 　 Ｓｔｄ．：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前，本研究首先进行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８６１，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１８，表明量表数据信度和效度良好；其次，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检验，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

明所有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远低于 １０，最高为 １．３１，平均为 １．１４，说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确保了回

归结果的准确性；此外，进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不可识别检验显示，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 ２４．２１３
（Ｐ＝ ０．０００＜０．０１），强烈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Ｆ ＝ ２５．５５３
（Ｐ ＝ ０．０００＜０．０１），强烈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异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 检验显示，解释变量的内生性 Ｐ 值小

于 ０．０１，强烈拒绝核心解释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效果更优。
３．１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结果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单维相对贫困发生情况来看，农户主观福利维度下的安全

感遭受剥夺的情况最多，其次是发展能力维度的教育贫困和生活质量维度的取暖贫困；在用水条件、卫生设施

和幸福感方面遭到剥夺的可能性较小。 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的测算结果来看，样本农户的主观福利维度贫困

指数最高，其次是发展能力贫困、生活质量贫困，在经济水平维度农户遭受剥夺的可能性最低。 从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指数测算结果来看，样本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平均值为 ０．２９２，中位数为 ０．２９２，表明样本农户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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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状况相对集中；众数为 ０．２０８，标准差为 ０．１３５，表明大多数农户的贫困水平处于较低状态，但仍存在

少部分农户贫困水平较高。
从农户家庭单维相对发生率来看：经济水平维度下，收入和就业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１４．０２％和 １４．７０％，

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在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贫困家庭占比较小；发展能力维度下，教育贫困发生率高达

５９．６６％，凸显教育对农户家庭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主观感知维度下，安全感贫困发生率达 ７１．２８％，表明

七成以上的家庭在安全感方面存在相对贫困，随着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

渐恢复和增长，动物与人类居住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生活质量维度

中，取暖条件的贫困发生率达到 ５６．０７％，而住房条件的贫困发生率为 ３４．５３％，反映出农户家庭在取暖设施和

住房条件方面均亟待改善。

表 ３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指标类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ｙｐ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中位数
Ｍｅｄｉａｎ

众数
Ｍｏｄｅ

标准差
Ｓｔｄ．

贫困家
庭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贫困发
生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ａｔｅ

单维相对贫困指标 收入 ０．１４０ ０ ０ ０．３４７ ８２ １４．０２

Ｕｎ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就业 ０．１５０ ０ ０ ０．３５４ ８６ １４．７０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教育 ０．６００ １ １ ０．４９１ ３４９ ５９．６６

健康 ０．１６０ ０ ０ ０．３６４ ９２ １５．７３

培训 ０．４５０ ０ ０ ０．４９８ ２６６ ４５．４７

社会参与 ０．２７０ ０ ０ ０．４４５ １５９ ２７．１８

用水条件 ０．０１０ ０ ０ ０．１０１ ６ １．０３

卫生设施 ０．０９０ ０ ０ ０．２８０ ５０ ８．５５

取暖条件 ０．５６０ １ １ ０．４９７ ３２８ ５６．０７

住房结构 ０．３５０ ０ ０ ０．４７６ ２０２ ３４．５３

安全感 ０．７１０ １ １ ０．４５３ ４１７ ７１．２８

幸福感 ０．０６０ ０ ０ ０．２４７ ３８ ６．５０

获得感 ０．４４０ ０ ０ ０．４９６ ２５５ ４３．５９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 经济水平维度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０ — —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发展能力维度 ０．３７０ ０．２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４２ — —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生活质量维度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１９９ — —

主观福利维度 ０．４０５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２５４ — —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ＲＰ ０．２９２ ０．２９２ ０．２０８ ０．１３５ — —

　 　 ＭＲＰ：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３．２　 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表 ４ 报告了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生态移民搬迁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第
一阶段工具变量群体效应在 １％水平上对生态移民搬迁具有显著影响，再次验证了群体效应作为工具变量的

有效性。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生态移民搬迁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户主

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后，生态移民搬迁的农户比未生态移民搬迁的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可能性低

２５．２％，因此，生态移民搬迁显著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系数 ＝ －０．２５２ 且 Ｐ＜０．０１），假设 Ｈ１ 得到验

证。 这与李聪等［５２］和罗媛月等［５３］研究结果一致，与严中成［２０］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

农户大多原居于偏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的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生存。 而搬迁项目并非将移民简单的

物理位移，更是实现了生产生活场域转换、社会网络重构与文化心理调适的多维转型。 安置区在生产生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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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就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上的跨越式提升，并通过“迁出地生态修复＋迁入地产业培育”的双驱

动战略，构建涵盖特色种养、生态旅游、手工艺传承等领域的替代生计体系，从而帮助农户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表 ４　 生态移民搬迁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第一阶段　 生态移民搬迁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第二阶段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生态移民搬迁 －０．２５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８２４）

户主性别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ｅａｄ′ｓ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５５６） （－０．８４０）

户主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ｅａｄ′ｓ ａｇｅ （１．２２４） （２．１１３）

户主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ｅａｄ′ｓ ａｇｅ （－１．３４７） （－１．９２８）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ｅａｄ′ｓ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１１） （－３．０１３）

家庭规模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１．３８９） （０．０８９）

抚养负担比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ｂｕｒｄｅｎ ｒａｔｉｏ （１．１０６） （２．５００）

耕地规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０．１０５） （－１．２１９）

耕地质量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１７９） （－１．５２５）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０．３４６） （－２．８８１）

资金约束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０．９４１） （－１．４１６）

家庭野生动物肇事经历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ｄａｍａｇｅ （０．３９９） （２．１２２）

是否在国家公园内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５∗∗∗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１．９３０） （２．８５１）

地区虚拟变量 ０．３３９∗∗∗ ０．０８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７．０３６） （２．１２２）

群体效应 ０．０７５∗∗∗

Ｇｒｏ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 （５．０５５）

常数项 －０．５４１ ０．０６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ｒｍ （－１．６３１） （０．４９３）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５８５ ５８５

　 　 ∗、∗∗、∗∗∗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从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户主年龄平方、户主受教育年限、能人数量均显著降低了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而户

主年龄、抚养负担比、家庭野生动物肇事经历、村庄特征变量显著增大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其中，户主年龄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年龄的平方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户主年龄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产

生影响，且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年龄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３．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替换检验模型。 一是参考张焕柄和张莉琴［２８］的研究，引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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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应模型（ＴＥＭ），将反向因果、样本选择偏误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处理，检验结果

如表 ５ 列（１）所示；二是针对多维相对贫困水平这一受限变量（取值范围为 ０—１），引入含内生解释变量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ＩＶ－Ｔｏｂｉｔ）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５ 列（２）所示。 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兰夏晨皓［５４］ 的研

究，将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替换为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并设定 １ ／ ４ 为判断多维相对贫困状态的阈值，采用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５ 列（３）所示。 最后，缩尾处理。 对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变量进行 １％的双

边缩尾处理，以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５ 列（４）所示。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Ｍ

（２）
ＩＶ⁃Ｔｏｂｉｔ

（３）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４）
缩尾处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ｉｎｇ

生态移民搬迁 －０．１４８∗∗ －０．２５７∗∗∗ －２．４２２∗∗ －０．２５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０９） （－２．７５５） （－２．５３６） （－２．８２７）

常数项 ０．１７１ ０．０７０ －２．３４５ ０．０６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ｒｍ （１．４２１） （０．４５２） （－１．４８７） （０．５０１）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ＴＥＭ：处理效应模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ＩＶ⁃Ｔｏｂｉｔ：含内生变量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ｓ；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含内生

变量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ｓ

根据表 ５ 检验结果，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的结果均显著且与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表明在替换检验模

型、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后，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本研

究实证结果稳健。
３．４　 生产要素配置的传导机制检验

表 ６ 报告了生产要素配置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中的机制检验结果。 农地流转的中

介作用不显著，表明农地流转在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假说

Ｈ２ａ 不得证。 土地要素配置行为是农户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家庭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出的决策［３１—３２］，理论

上生态移民搬迁农户会通过土地流转等经济行为来谋求家庭收益最大化。 然而，受国家公园优先保护理念的

限制，农户无法返回原住地继续开展农业生产，既不能维持原有规模的土地自种，也无法通过土地流转或委托

他人代为经营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土地流转未能有效发挥传导机制的重要原因。

表 ６　 生产要素配置的传导机制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ＭＲＰ

农地流转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劳动力配置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农业资本投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ＭＲＰ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ＭＲＰ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ＭＲＰ

生态移民搬迁 －０．２５２∗∗∗ －０．９８４ ０．２６６∗ －１．４９９∗ －０．２４９∗∗∗ －０．２２０∗∗∗ －０．２４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８２４） （－０．７９８） （１．７９５） （－１．６８０） （－２．８１６） （－２．６２７） （－２．７２１）
农地流转 ０．００３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０．９４０）
劳动力配置 －０．１１８∗∗∗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４．７８３）
农业资本投入 ０．００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６６６）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２５％ １２．４９％ ４．２１％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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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在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

介作用，假说 Ｈ２ｂ、Ｈ２ｃ 得证。 其中，劳动力配置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１２．４９％，农业资本投入的

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４．２１％。 参与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显著降低家庭农业资本的投入，促进劳

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进而有助于多维减贫。 综上，假说 Ｈ２ 部分得证。
３．５　 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 ７ 报告了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其中，国家公园管制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的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国家公园管制政策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假设 Ｈ３ａ 得证。 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优先原则

指导下，通过强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国有与集体自然资源的完整性。 在具体实施层面，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实施合理规制，并有序推进生态移民搬迁工程，这些政策组合

引发生态移民群体生产经营模式重构与生计资本结构性调整。 受传统生计惯性的制约，移民群体面临信息获

取渠道窄化、非农职业技能匮乏及社会融入焦虑等适应困境［５５］，导致国家公园管制政策的刚性约束与移民群

体的适应能力不足产生交互作用，客观上弱化了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对生态移民搬迁与农户

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影响较弱，假设 Ｈ３ｂ 不得证。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通过经济发展和为当地人提供环境友

好的替代收入，进而改变人们管理资源和谋生的方式来实现保护的目标［５６］。 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时间较

短，当前转产扶持和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等后续产业建设都处于初期试验阶段，且消费者对生态产

业和生态产品的消费也是基于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认可。 因此，相比于管制政策和补偿政策能在短期内发挥作

用，国家公园发展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是逐步且复杂的［５７］。

表 ７　 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１）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ＭＲＰ

（２）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ＭＲＰ

（３）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ＭＲＰ

生态移民搬迁 －０．２７４∗∗ －０．３４６∗∗ －０．５９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３６４） （－２．５５１） （－２．２３７）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 －０．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０８１）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 －０．０３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０３２）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０．０４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５３４）

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管制政策 ０．１３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６８６）

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发展政策 ０．１０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５２３）

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０．２５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６３）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５８５ ５８５ ５８５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家公园补偿政策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

效应，假设 Ｈ３ｃ 得证，Ｈ３ 部分得证。 调研地依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补偿政策，缺乏细化调整措施，
导致实施过程僵化。 例如，野生动物肇事损失补偿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损失评估的门槛较高，受灾农

户常常难以达到相关标准，导致上报后难以获得有效赔偿。 其次，即使损失达到补偿标准，补偿比例也较低。
当农作物损失达到 ６０％时，农户只能按照市场价的 ５０％获得补偿。 此外，部分农户不知晓政府已统一购买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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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保险，导致上报意识薄弱。 这些问题使得国家公园补偿政策的实施不到位，进而弱化了生态移民搬迁的多

维相对减贫效果。

４　 讨论

在推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工作时，保障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不容忽视。 通过以上分析本

研究得到，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与张维泰等［５８］ 通过最小二乘回归模

型分析水电移民搬迁、生产要素配置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得到的结论大致相同，但需要说明的是，其研究主要

集中于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维度的“收入”变量，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纳张焕柄和张莉琴［２８］ 关于搬迁农户就业

状况的视角，深化了对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维度的探讨，且引入非经济维度的指标，全面衡量搬迁对农户家庭内

生发展动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单一的经济维度，农户家庭在非经济维度上的贫困问题更为严峻，
这一发现提示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政策制定需要加大对农户非经济领域贫困问题的关注。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和补偿政策在调节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方面发挥

负向作用，而发展政策未发生显著影响。 这与栗璐雅［３７］ 分区内及周边进行国家公园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存在部分差异，该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和发展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 这种差异表明国家公园政策可能因农户群体的特征以及区域环境的特定条件而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为生

态移民搬迁群体设计更加精准的后续扶持政策，以确保生态移民搬迁政策和国家公园政策的有效性。 一方面

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时间较短，并且地跨川陕甘三省，统一的国家公园政策可能无法充分发挥政策优势，
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在逐步推进和调整转产扶持、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等发展政策方面仍然处于起

步阶段。 对于生态产品价值的开发和实现仍在摸索阶段，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是基于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信

任和认可。 因此，与能够迅速见效的管制和补偿政策相比，国家公园的发展政策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当然，本研究使用截面数据分析生态移民搬迁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截面数据

无法捕捉移民前后农户状况的演变，限制了对农户动态适应过程和长期影响的深入洞察。 今后研究可致力于

开展纵向的追踪调研，观察并记录农户在生态移民搬迁过程中的发展轨迹，以弥补截面研究的不足，增强研究

结果的因果推断力。

５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机制，并深入剖析家庭内部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作用、外部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作用。 主要结论如下：（１）农
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集中在较低水平，但存在部分农户贫困程度较高，且经济水平维度的贫困剥夺较少，安
全感、教育机会和取暖条件等非经济水平维度的贫困剥夺较多；（２）生态移民搬迁能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３）生态移民搬迁通过缩减农业资本投入、引导农户向非农部门转移来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４）国
家公园管制政策和国家公园补偿政策负向调节“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园

发展政策无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１）搭建“政府－社区－农户”三级宣传网络，县级政府借助

短视频平台、地方电视台等发布政策解读动画与典型案例；乡镇组织搬迁政策宣讲团，结合村民大会开展入户

讲解；社区利用公告栏、微信群定期推送安置条件、补偿标准等信息。 同时，开展“现身说法”活动，邀请已搬

迁农户分享经验，增强政策说服力，激发农户参与积极性。 在帮扶阶段，加强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等非经济维度的支持力度，助力移民在新环境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发展”的跨越。 （２）劳
动力与资本要素的顺畅流动，是生态移民搬迁发挥多维减贫效应的关键。 针对劳动力要素，应深入调研当地

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方向，制定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帮助移民农户掌握专业技能，提升其从传统农业向

生态产业转型的能力。 对于资本要素，实施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政策，降低投资门槛，吸引社会资本与农户自

３１　 １７ 期 　 　 　 庞贵芳　 等：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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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结合，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在减贫中的协同作用。 （３）优化国家公园政策体系，增强政策协同效应。 一

是优化管制政策，保障农户平稳过渡。 如允许搬迁农户在三年内每年不超过 ２０ 天季节性返回原住地采集非

木材林产品，且搬迁后半年内保留其小型生产工具（如蜂箱），助力生计模式转变。 二是加快发展政策落地。
设立生态产业引导基金，对吸纳搬迁农户就业的企业实施分层级税收减免，调动企业积极性，促进农户稳定就

业。 三是改革补偿政策流程。 建议降低损失评估门槛，综合考虑受灾农户的实际损失和承受能力，制定更合

理的补偿标准，确保补偿精准落实［５９］。 同时开展“政策明白人”工程，选拔并培训政策宣讲员向农户解读补

偿标准、协助申报，提升国家公园补偿政策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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